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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
胡为雄

[摘 要]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

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了一些重大教育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发展前30年的三个阶段中，毛泽东教

育思想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到 1958年这一阶段的成绩是巨大的，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8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在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年能够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的成绩也是主

要的，但在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时带有较强的阶级色彩。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教育

事业动荡较大，特别是大学与中学学生曾直接成为政治的工具——停课“闹革命”，高校还停止招生4年，小

学教育也一度失序。尽管如此，中小学教育在1969年后得到大普及。这三个阶段的得与失，都体现了毛泽

东教育思想发展与演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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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

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

上指导与实施了一些重大教育政策。在民主革命时

期，毛泽东已积累了丰富的军队教育、革命根据地和解

放区普及教育的经验，建国后他对教育有更为总体与

长远的筹划。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繁忙的国事活动中，

毛泽东像抓军事、政治、经济一样抓教育，曾亲自起草、

审阅或批转中央、国务院诸多教育文件，在一些重要会

议上都讲到了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审阅政协通过

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关于教育的条文），1950年8月1
日起草《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对军

队文化的全面规划，设想从军队中培养大批从工农出

身的知识分子、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1953
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

作（有大量指示），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谈及要使青年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县高家柳沟

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讲

到消灭文盲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1957年 2月在最

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

时讲到教育方针，1957年 3月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

会（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问题，私立中学可以办，中学

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

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

等），1958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

的指示》等文件并多次谈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
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之加以鼓励，1961年 9
月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1965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

指示——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

会议的报告》，1964年关注减轻学生负担、教学制度，

1965年亦关注减轻学生负担、学校校长、教师与学生

的关系，并考虑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1966年“文化

大革命”发动之时，《五·七指示》设想全国都像军队那

样成为一个“大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随时

关注教育及其改革。1968年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

1970年同意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

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971年批准召开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农兵学员与教育体制改革，普

及教育、扫除文盲等）。此外，毛泽东的一些题词、通信

亦与教育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制定、审定、同意颁发的

文件，及其讲话、谈话、通信等，体现了建国后毛泽东教

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只有从总体上把握这些文献并

按历史顺序逐一加以研究，才能真正完整地把握建国

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及其具体演化过程，以及其与民

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之间的连贯性。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教育

思想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基本理论而没有太大

变化，但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的时代特点和

内容，亦打上了深深的阶级与路线斗争的烙印。这些基

本理论仍然是：教育与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关系，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普及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方法，教师

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思想

改造，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发展，正规教育与非正规

教育，军队教育与整个社会“大教育”等。把握这些理

论需要联系实践，即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事教育的

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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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践，特别是 1949年后领导教育事业的新的实

践。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之后，他领导执政

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兴办教育，成绩是主

要的，失误也是明显的，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一、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
发展演化的历程

从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演进的具体历史过程看，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到 1958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

接管、振兴、发展全国教育，这期间借鉴了苏联经验。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

到 1966年发出《五·七指示》前为第二阶段，开始独立

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设想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

年能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1966年到1976年“文

化大革命”为第三阶段，包括全国教育系统停课“闹革

命”、高校停止招生4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

大学，中小学教育大普及等。

把握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思想，有

一篇建国初的重要文献不能忽略。它就是1950年8月
1日毛泽东作出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

的指示》。这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理解毛泽东建国后

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思想的钥匙。指示内容虽然是阐

明夺取全国政权后怎样进一步作好军队教育，但它却是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军队文化教育经验的总

结。重要的是，毛泽东历来把军队教育方式推广于全社

会教育。在指示中，毛泽东首先说明：“鉴于人民解放军

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

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

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

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

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

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

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

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1](pp.446-447)他具体作出了10
项指示。[1](pp.447-449)可以说，《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

教育的指示》就是一个办学章程，内容非常丰富，没有长

期教育经验、特别是军队教育经验的人是无从制定的，

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贫穷落后、文盲特多、办学条件有

限的国情，经细致周密的思考的结果，具体包括普及与

提高教育，如扫盲、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脱产与业余

教育，学制与课程设置，考试与教学方法，教师的调配

与培养，教育经费，党委与政治部门的领导作用。该指

示把作战、生产与文化学习的任务结合起来，强调各种

学校均须有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教育应一律采取速

成的、联系实际但又正规的教育方针，尽管没有提德智

体全面发展及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但总的目的是让

军队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这一思想移植到全社会

是同样适用的。事实上，建国后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按

照这种指示精神来办理的。此后 20余年的治国过程

中，毛泽东对教育的指示或讲话的思路几乎都是在此基

础上展开的，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有新发挥，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使其思想更加丰富。

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中国农村社

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就把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联

系起来了。1955年9月，他在对《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

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加写按语时，重点内

容涉及扫盲、普及教育与在农村环境中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毛泽东在按语中引用列宁的话说：“在一个文盲充

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2](p.509)我国

现在文盲这样多，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

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

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

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个严重的

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

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

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也可以自己组

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

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

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

种课本。”[2](p.510)毛泽东提出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

级的教育机关应迅速工作，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

以适当的指导。他认为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

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各地应当

普遍仿办。这里，毛泽东把农村扫盲、普及教育与建设

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思考，提出加强党的领导，这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又是他一贯思想的展开与发展。

1957年 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专

门谈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涉及教育方针。

他认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

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

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广

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

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

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

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

观。他强调：“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

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

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

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

魂。”[3](p.340)进而，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

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p.340)显然，这一

方针强调的是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由于

社会主义觉悟被突出出来，教育的具体目标就变化了：

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在新的

历史时期青年一代应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并且，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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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肯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然而，教育的基本方面即

要求学生德智体都得到发展是恒常的，这是毛泽东一贯

的主张，并且在他青年时代就已确立了。

1957年 3月，毛泽东为抓好教育工作而召开普及

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全

国统一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受限制；私立

中学可以办；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

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

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助学金扩大一

些，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

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

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

的精神；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中学应该有政

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

世的道理，社会发展观、阶级斗争也要讲；要责成各级

党委书记管思想工作；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

应当的就不要学，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

要符合中国的情况，还要有地方的特点；课程要减少，

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4](pp.94、95)这些

话语，其实也体现了历史经验，同时提出了怎样学习苏

联教材的立场，突出了社会主义时代怎样实现学生的

全面发展。195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召开即

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提出小学教育应打破国家包

办，提倡城市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和农村群众集体

办学；可以允许私人办学；改变中学设置规模过大、过于

集中在城市的缺点，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等等。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教育工作的指示》（简称《指示》）（1958年9月19日）颁

布，这个《指示》体现了毛泽东的想法，共有六条，主要

是总结成绩、纠正错误，规定教育方针，提出奋斗目

标。《指示》提出“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

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

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5]

《指示》对全国解放九年以来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

取得的巨大成绩作了总结：“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

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

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

和特务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肃清

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

中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

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进行了反

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

在校学生都增加了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

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

工俭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社

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干部。”[5]但教育工作在一定

的时期内曾经犯过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且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

《指示》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

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

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指示》强调：“在一

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

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

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

合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5]《指示》还具体阐明

了在学校内部，在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研究

工作等方面，也应该贯彻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的工

作方法。它最后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

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

儿园的任务。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

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

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5]

这个《指示》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政领导人

制定了国家的教育路线，计划以打破常规的群众性的

“大跃进”方式加快发展和普及教育。《指示》颁布前的

1958年 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

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

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6](p.292)这是毛泽东对指示精神的

随机传达，简明而扼要。

《指示》出台前后，1958年的教育“大跃进”已经展

开，办大学则是一个重点。1958年6月，刘少奇在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县办大学，将来势必

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

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

以办起来了。”[7](pp.223-224)于是，全国各地争相办大学。据

《北京周报》报道，1958年8月，“高等院校已从1957年

原有的227所增加到了1065所。另外，到了当年秋天，

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

半工半读大学”。[8](p.189)尽管各地一哄而起办大学，质量

参差不齐，但也有不少大学后来得到很好的发展，例如

中国科技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湘潭大学等现

已成为相当有成就、有影响的大学。

对于当时办大学，毛泽东是支持的。湘潭大学他

亲笔题写校名，并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江西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其三周年纪念之际，毛泽东于

1961年7月30日特致信鼓励：“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

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

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

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

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

样的学校。”“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

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而

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

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

的。”[9](p.535)毛泽东还提及，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

个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

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另一个是1960年中南海的各

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封信体现了毛泽东要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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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青年都享受大学教育的雄心。由于中国经济经历了

三年困难时期，教育经费有限，办半工半读式的大学教

育让不能进入正规大学学习的青年受到大学教育，毛

泽东极为支持，这也是由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大学

本无定式，甚或毛泽东把半工半读式大学——其实就

是我们现在的高等职业学院——视为一种好的大学形

式。他的多种形式办学想法并不排斥他对《教育部直

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批准，但重视半工

半读式大学也许使他对“正规”大学的认识会产生反复

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当时没有研究型大学的

概念，但毛泽东重视科学研究是毫无疑问的——否则

中国不会有“两弹一星”的研发成功。

然而，毛泽东为达到“必须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

子”这一目标耗费了大量精力。由于把教育视为与经

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列

的文化革命，教育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斗争的观点联系

起来。要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新人，培养既有政治觉悟

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就要批判旧社会那种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往往是政

治标准第一，“红”的标准除了看本人的政治态度、在政

治运动中的表现外，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是否有“历史

问题”）、亲属和社会关系等则是先天的包袱。而重视

业务或注重学术研究者往往被贬为走“白专道路”，被

当作“白旗”拔掉。这类作法渐渐演变为与“阶级路线”

相配套的政策性习惯。但无论如何，培养社会主义的

知识分子、让教育者自己先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

问题至今仍然未得到很好解决。

从重要性来看，195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教育工作的指示》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社

会主义的教育道路的开辟（尽管效仿苏联调整高校办

学的方式仍然得以延续）。1964年，中宣部在一份材

料上的批语称：“我国的教育工作，是直到一九五八年，

即建国以后九年，才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的教育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解决，把苏联凯洛夫的

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仍是资本主

义的。”[10](p.369)可以说，从1958年到1965年，中国的教育

基本是按照《指示》的要求发展的，并且取得了较大成

绩。而毛泽东认为进入19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势力

开始在中国复辟，修正主义有可能上台，教育权同样不

在无产阶级手里，于是他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毛

泽东以文化革命为突破口来进行政治革命完全符合其

思想发展的逻辑。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国的

教育经历了曲折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也经历了变异。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 1966年 5月 7日

就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给军

委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个批件（后来通称为《五·七指

示》）。这一批件决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是“文化大革

命”的总纲，而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整体建设特别是文

化建设的蓝图。毛泽东设想让全国各行业、各单位都

像军队那样“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

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

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

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

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

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

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

兼起来。”[11](pp.53-54)进而，毛泽东提出工人、农民、商业、

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

做。他提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

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

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1](p.54)毛泽东认为：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

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

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

了。”[11](p.54)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要

求把边区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独创之

处。当然，在 1960年代要把全国办成大学校，其实现

同时是与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相伴随的。

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随着 1966年 8
月 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被称为“16条”）的发布而在全国展开。“16条”的第一

条说明“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

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成，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

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2]“16条”的第十条专门谈教学

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

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

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

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

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

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

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

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12]这样，

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落实就与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

命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了。

然而，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并没

有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而是大学、中学的红卫

兵以及造反的工人等在夺权之后，各派之间展开全面

内战；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不能团结，社会也不安定，这既极大影响了社会经济、

政治建设，也极大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军队则忙

于“支左”。这样，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描绘的“大

学校”蓝图就无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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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大革命”10年总体教育状况看，高等教育遭

受严重损害，1966年至1969年高校停止招生4年，高校

师资被极大削弱。不过，中学教育在停滞之后得到较快

恢复发展，小学义务教育也较快恢复发展。1971年，毛

泽东同意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纪要总

体上是一个“左”倾错误文件，它称赞1958年教育革命，

认为1961年制定的高教“六十条”是“教授治校”“智育第

一”“业务挂帅”。尽管如此，《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有一个重点是强调：“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

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

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

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城市要进一步搞

好厂矿、企业和街道办学。”[13](p.1482)《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纪要》还提出教育经费要相应增加等。对普及教育的强

调，使我国中小学教育在1970年代前期与中期获得较

快发展，尽管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精简，教育质量降低，

但普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却大大发展了。有相关数

据可以说明：1961年，我国的在校小学生数为7578.6万，

中学生数为1034.4万；1966年小学生数为10341.7万，中

学生数为1296.8万；1971年小学生数为111211.2万，中

学生数为3149.4万；1976年小学生数为15005.5万，中学

生数为5905.5万。[14](p.839)这些受过中小学教育的毕业生

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招生提供了基本生源。

从这里不难体悟，即使毛泽东在社会和平发展时

代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经济、政治、文化事业

发展受阻，并导致社会动荡，“文化大革命”也使毛泽东

的教育思想在演化过程中变异了，但毛泽东对普及教

育总是注重的，他一些基本的正确理论并没有被抛弃

而是保存下来了。

二、建国后教育事业的成就与失误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演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的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小

农大国，战后百废待举，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

发展教育，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

要工作，必须做好。

振兴教育、总体设计教育的方针政策从建国前夕

就已在筹划。毛泽东审阅、全国政协会议 1949年 9月

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的文化教育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

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

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

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

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教育方法为

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

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

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

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

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

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5](pp.15、16)这些条文基

本拟定了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政策。

为了落实共同纲领，尽快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同年

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了改

革旧教育的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其要点是：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它的主

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

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这种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

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

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建设新教育

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

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二、教

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三、教

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学校要

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创办人民大学、工农速成

中学，大办工人补习教育。争取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进行

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但也不放松一般儿童教育的推

行。四、老解放区教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现在应以巩

固与提高为主，可适应作某些发展。适当解决师资和教

材问题，要改进师范教育。应该着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

展，以培养大批中级建设干部。五、新解放区教育工作

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对失业知识分子和

失学青年要妥善安置。六、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

取保护维持，逐步改造的方针。七、改革旧教育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不能性急。八、目前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应

设法改善各级教育工作者的物质和政治待遇。[10](pp.7-8)

这种教改方针符合国情，规划全面。毛泽东对会议很重

视，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迅速传达和贯彻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来建设新民主主义教

育，对于掌握了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极有优势，

这种经验之一是扫盲、包括中小学教育在内的普及工

农教育、提高军队官兵与干部教育，这在建国之初就被

发扬光大。限于篇幅，本文不论述军队教育，而重在论

述国民教育。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进行扫盲教育

让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劳苦大众识字扫盲，是建

国初期教育的重要措施之一。政务院、教育部以及相

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扫盲的文件，并规定了扫盲

范围、重点、方法、标准。重要文件有教育部的《关于开

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1949年12月5日），《政务

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1950年6月1日），政

务院批准转发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1950
年12月14日），教育部的《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

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1952年5月），扫除文盲工作

委员会的《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

（1952年11月），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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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954 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1954 年 3
月），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关于1954
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1954年3月），国务院的

《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1955年 6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1956年3月）

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从

1956年开始，紧密结合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

合作化的发展，按照各地情况，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

扫除文盲。扫盲标准是：工人识字2000个左右；农民识

字1500个，能够大体上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能够记简

单的账，写简单的便条，并且会做简单的珠算。同年，中

共中央作出的《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
案)》亦规定：从 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 5
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

同时，有关部门召开了扫盲工作会议。1950年 9
月，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

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决定“目前只提‘推行识字教

育，逐步减少文盲’，还不提‘扫除文盲’的口号，以免使

工作陷于被动”。[16](p.374)对于这次会议的各项决定，中

央认为是正确的并批准转发，毛泽东还特地会见了会

议代表。1954年 8月，教育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争取15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 2亿多青壮年文盲。

1956年 3月，全国扫盲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国务院副

总理、全国扫盲协会会长陈毅在会上提出：要把我国建

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即建成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的

国家，其中心环节就是要实行一次文化革命，扫盲工作

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步。他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和识字

的人都积极参加扫盲工作，说这是热爱劳动人民、热爱

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17](pp.698-699)

扫盲工作在军队中先行一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

南军区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在扫盲运动中创造“速成

识字法”。这种方法很快运用于工农群众扫盲，全国各

地都办起了实验班。

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取得了

较大成效，尽管扫盲也有一些过于简单的作法。“到

1957年上半年，全国有2200万人脱盲，160万人达到高

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19]这对改变愚昧落后的状

态、提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质量大有帮助。

1958年，扫盲教育在“大跃进”运动中也出现虚假

数字，并且农民业余学习得不到巩固。中共中央、国务

院于 1959年 5月发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

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教育部亦在 1959年 12月

召开全国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电话会议，又

在1960年1月召开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经验交流

会，重申贯彻执行中央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各地将扫

盲工作坚持下去。历年的坚持，使“中国的扫盲工作赢

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84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举办的国际扫盲奖评选活动中，中国先后有11个

单位获奖，其中有6个单位获大奖”。[18]

在进行大规模扫盲运动的同时，以速成形式培养

工农干部的工作也在进行。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

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

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其中称“工农干部是

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

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

子”。[19]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

学制的决定》公布实施，规定了从幼儿园、小学、各种中

学到大学的学制体系，新学制将工农速成学校等纳入

学校系统。1956年 9月，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实

现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逐步扩

大小学教育，以求在12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

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

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

须继续加强。

总之，扫盲、普及教育以及继续教育是 1950年代

的教育重点措施之一，也取得了巨大成效。在一个文

盲极多的国家，重视包括非正规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

的发展，实现教育普及是非常必要的。

（二）发展中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育是普及教育的主体，事关人民大众子

女享受基本教育的长远利益。1949年12月，教育部召

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就提出，在老解放区，教

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应以巩固与提高为主，并可适应

群众需要作某些发展。巩固与提高的关键是适当解决

师资和教材问题。中等学校在今后若干年内，应该着

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展，以培养大批中级建设干部。

会议“决定集中一批有经验的干部、教师编审中小学教

科书等事项”。[10](p.8)

1949年建国前，我国中学 5216所，学生 126.8万；

小学 346800 所，学生 2439.1 万。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20%左右。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发展中小学

教育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有师资。为此，政务院发

布的《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

提出：“尽可能举办中小学师资训练班，及其他各种训

练班，吸收失业的中小学教师，施以政治与思想教育并

辅以各种业务教育。”[10](p.22)

政府对中小学教师的生活与工作很重视。1951
年 2月 22日，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代表反映：乡村小学教师工资过低，教师不安

心工作，要求转业。大会提出实行“公办民助”，保证农

村教师生活的方案。刘少奇副主席对此批示：“工会可

向教育部提出要求，允许乡村小学向学生收一点学

费”，“但贫苦家庭的学生，经村政府同意，得免收学

费。”[10](p.37)于是，乡村小学教师工资过低的问题得到重

视和解决。

在解决教师问题的同时，教育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有关教育方针、课程、教材等文件来规范中小学办学。

1950年 8月，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
对中学课程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规定初中三年、高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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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总教学时数为七千二百学时。并且，全国出版会

议提出了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并决

定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1年 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

议召开，“讨论了中等教育的方针、任务，着重讨论了普

通中学的问题，还讨论了领导关系和学生健康等问

题”。 [10](p.38)会议指出：中等教育是国家教育建设的重

要环节，它必须为国家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当前各种

中等学校的建设方针是：对中等技术学校采取整顿和

积极发展的方针；对师范学校采取整顿、巩固并适当发

展的方针；对普通中学应以整顿、巩固和提高为主，打

好基础，准备发展。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是使

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

展，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觉、积极的成员。学

校的基本工作是教学，搞好教学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中

心一环。办好学校必须正确执行校长责任制和教师责

任制。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中学必须坚持贯

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要纠正忽视和歧视私立中等学

校的错误，对私立中等学校继续贯彻积极扶持、加强领

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学暂行规

程》《关于积极扶持与改进私立中等学校的决定》《关于

省市县对公立中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和《关于学生

健康问题的决定》四个草案，讨论了中学政治、语文、历

史、地理及数理化等七个学科的课程标准草案。

由此，中小学教育步入更加有序发展的轨道。

1951年8—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

和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讨论发展和建设初等教育

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

关于小学教育，会议提出：一、从一九五二年到一

九五七年，争取全国平均有百分之八十的学龄儿童入学

(一九五一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百分之四十七)；从一九五

二年开始，争取十年内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二、从一九

五二年起，五年内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三、适当地改善

小学教师的待遇，奖励模范教师，提高教师的政治待遇

和社会地位。对地方教育经费实行由县统筹，省与专署

调剂补助，同时发动群众出钱出力办学，城市依靠工矿、

机关办学。四五年内培养百万名小学教师。五、一九五

四年完成五年制小学全套新课本的编印工作。

关于师范教育，会议亦提出四条规定：一、当前的

工作方针是正规师范教育与大量短期训练相结合。短

期训练的方式应多种多样，以应急需。二、办好正规的

师范教育，要调整、整顿与发展各级师范学校。三、要

加强现任教师的在职学习。四、各级各类师范学校都

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重要课程，使全国教师逐

渐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0](pp.46-47)

会议讨论通过了《小学暂行规程》《幼儿园暂行规

程》《师范学校暂行规程》《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

《关于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的指示》《关于切实解决市县

地方教育经费的决定》《关于大量培养初等及中等教育

师资的决定》和《加强中小学教师在职学习的指示》八

个文件草案。

继之，中小学的学制也在着手完善。1951 年 10
月，政务院命令公布施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它

规定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招收三足岁到七足岁

的儿童。初等教育的小学修业年限为五年，实行一贯

制，入学年龄以七足岁为标准。失学青年和成人实施初

等教育的学校为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和识

字学校。中等教育的中学的修业年限为六年，初、高两

级年限各为三年。工农速成中学修业年限为三至四

年。业余中学分初、高两级，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中

等专业学校修业年限为二至四年。高等教育的大学、专

门学院修业年限为三至五年。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二

至三年。大学和专门学院附设的研究部，修业年限为二

年以上。[10](pp.49-50)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就学制改革发表谈

话时指出：“这次改革学制的重点是工农干部教育、技术

教育和小学教育。新学制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有计

划、有步骤、有准备、有重点地推行。争取从一九五二年

到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基本上完成学制改革工作。”[10](p.50)

1952年2月，教育部颁发《“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

学计划》。这个教学计划是在小学新旧制过渡时期，为

避免尚未改行五年一贯制的“四二制”小学无所适从。

接着，教育部发出指示，废止对学生施行体罚或变相体

罚。这是对《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规定不得施行体

罚或变相体罚条文的补充。同年3月，教育部颁发《小

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

规程(草案)》共八章(包括总则，学制，设置、领导，教学计

划、教导原则，成绩考查、升级、留级、毕业，组织、编制、

会议制度，经费、设备，附则)46条。其中规定小学实施

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其主要目标是：

一、智育方面，使儿童具有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和社会、

自然的基本知识；二、德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

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

质；三、体育方面，使儿童具有强健的身体，活泼、愉快的

心情以及卫生的基本知识和习惯；四、美育方面，使儿童

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的初步能力。[10](pp.55-56)

《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共八章 45条。其中规定

中学应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

的教育，其主要目标是：一、使学生能正确运用本国语

文，得到现代化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养成科学的世

界观；二、发展学生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

成其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

国民公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三、

培养学生体育卫生的智能和习惯，以养成其强健的体

格；四、陶冶学生的审美观念，并启发其艺术的创造能

力。中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初高两级各三年。中学教

导工作采用教师责任制，由教师负责各项教学工作和

学生思想行为的指导，以贯彻中学教育全面发展的宗

旨。中学采用校长责任制。中学设语文、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地理、历史、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础

知识、共同纲领、时事政策、外国语、体育，音乐、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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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等科目。[10](p.56)

中小学规程的制定，以及幼儿园暂行规程、师范学

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等的制定，使幼儿教育到

高中教育阶段的教育都有章可循了。

1952年 9月，教育部发出指示：自 1952年下半年

至 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

公立。接办工作原计划1954年完成，实际到1956年基

本结束。

同时，少数民族的中小学教育也得到重视。1950
年 11月，政务院第 60次政务会议批准《培养少数民族

干部试行方案》，提出人民政府要逐步整理或设立少数

民族的中小学，整理少数民族的高等学校。1951年 9
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指出少数民

族教育要加强小学教育及成年人业余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在依靠自己的经验办教育的同时也学习苏

联经验，中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当时我国东北地区已

开展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力

量以苏联十年制中学的自然科学各科教科书为蓝本，编

译中学教科书，从初中一、二年级开始逐步采用，并大量

翻译介绍苏联教育文献。”“许多学校根据苏联学校校规

精神制定本校校规。少数学校试行评定学生成绩的‘五

级分制’，废除百分制。旅大地区各中学及东北实验学

校的两个班全部采用苏联教学方法。”[10](pp.9-10)

东北地区学苏联的行动影响遍及全国。1950年6
月，中央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选定北京六所小学从秋季

开始进行小学五年一贯制的课程改革实验工作。对于

教材，教育部门也作了规定：“一九五〇年小学语文、政

治、史地，中学语文、历史都用老解放区教材。数学、物

理、化学、自然、生物等科大部分选用旧课本。一九五

一年秋季起，开始增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和修订的

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一九五二年秋季起，中学数

学大部分采用东北编译的苏联数学课本。”[10](p.10)

从总体上说，中小学教育以及幼儿教育，主要是稳

定、整顿、发展，虽然也学过苏联的教育经验，但不像高

等院校那样进行大规模调整，并且老解放区很多现成

经验得到光大，更是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因此，中

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在校小学生数已达

5110万，中学生数已达314.5万。1956年，在校小学生

数已达6346.6万，中学生数已达600.9万，[14](p.838)分别是

1949年的2.6倍与4.7倍，并一直得到长足发展。

（三）调整与发展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一个文化落后的农业国至关

重要，因此国家非常重视。1950年6月，教育部部长马

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统

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

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

要。”[20](p.73)后来，马叙伦撰文说：“这次院系调整时依据

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

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

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类

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调教，普遍设置

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

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

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1](p.19)因为调整

借鉴了苏联的高等教育经验，所以中国高校院系的调整

规模是巨大的，程度是彻底的，这对中国现代高校结构

的影响是深刻的。

不过，虽然借鉴了苏联经验，但从实际出发是调整

的基础。由于旧中国的衰败，教育落后，民间办学比重

较大，大学院系设置较为零散混乱，本身需要调整。其

实，高校调整 1949年底就已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华北大学三校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学院；北京

大学及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学院等。从

1951年起，大学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51年

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全国工

学院调整方案。会议指出，全国工学院校的地区分布

很不合理；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极不经济；学科庞杂，教

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更远不能适

应国家当前工业建设的需要。1952年 5月，教育部制

定《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草案)》，其调整原则

是：应根据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各地各校的主观力

量，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有重点地分期进行；高等

学校的内容和形式，均按政务院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

及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办理，即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

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大学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

培养师资的高等学校，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一所；工

学院为这次院系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

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农学院目前以争

取集中合并为方针，每一大行政区必须办好一至三所

农学院；师范学院每一大行政区办好一至三所，培养高

中师资，各省办专科，培养初中师资；各高校附设的研

究所、研究部，应大力整顿，准备今后多招研究生；等

等。而《全国高等学校 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则明

确提出，这次调整主要是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

院，并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

1952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涉及学校的总数占全

国高校总数的四分之三，取得的成绩是：（一）院系设置

开始比较适合国家建设需要。调整基本上改变了院系

设置上的无政府状态，把高校调整为任务比较明确的

大学、多科性工学院、各种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尤其

对综合性大学与专科性的院校作了明确分工，取消与

合并了条件不好或设置重叠的院校。（二）师资、设备、

校舍等得到较合理的充分的利用，领导力量也得到加

强，使高等教育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调整后全国招生

人数大大增加。工科系科招生量从 1.5万增至可招 3
万。在校学生数已达到 219，750人，为 1946年学生人

数的 169.9%。（三）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取消了教

会学校。[22](p.22)

此次调整的不足之处是：一是要求过高过急，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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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二是对院系设置的

历史经验和苏联及欧美的教育制度，缺乏认真系统的

研究和辩证的分析，过于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做法。“当

时强调专业教育，批评‘通才’教育，是有道理的，这反

映了国家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在那时的历史条件

下，强调学习苏联，设置专业，培养目标明确的专业人

才，方向是对的。但是，完全否定‘通才’教育，也说明

我们对科学发展的潮流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趋

势，缺乏了解和研究。”[22](p.25)然而，我国的高校教育体

制基本上就这样确立了，且一直延续至1990年代。

在全国高校调整的同时，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

高等学校制定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1952年11月，教

育部发出《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

规定各校的翻译计划报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核，

批准后实施。译稿经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以

“教育部推荐高等学校教材试用本”的名义予以出版。

“自 1952年到 1956年，我国翻译出版苏联高等学校的

教材1393种。”[23](p.1208)

1950年代上半期，大批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苏联

专家被聘请来华工作。而苏联学者凯洛夫的《教育学》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建国初期的社会历史需要，

不仅直接辐射了新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探索，而且对当

时中国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运行和管理制度建构产生了

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实际影响”。[24](p.42)它在无形之中取

代了在中国流传多年的杜威等人的教育理论，开始影

响人们的教育观。

通观建国初期的教育，它得到了迅速发展。据

1952年年末统计，“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有高

等学校 201所，在校学生 191000人；中等学校 6059所

（其中中等专业学校 1710所，普通中学 4298所），在校

学生 3145000 人（其中中等专业学校、工农中学学生

655000 人，普通中学学生 2490000 人）；小学 527000
所，在校学生51100000人；幼儿园6500所”。“在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 1950—1952)，我国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

家财政总支出的 5.49%；全国教育事业基建投资完成

额占国家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的5.7%。”[23](p.1209)

从这些成绩可以看出，我国注重发展高等教育以

培养专门人才，与发展中小学教育是配套进行的，这与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集中力量进行工

业化建设以及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

建设相关联。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前 30年教育发展的三

个阶段，不难得知毛泽东教育思想都发挥了重要指导

作用。建国初到1958年这一阶段的成绩是巨大的，为

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

在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年能够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

教育方面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在探索中国教育发展

道路时带有较强的阶级色彩。1966年到1976年“文化

大革命”这一阶段，教育事业动荡较大，特别是大学与

中学学生曾直接成为政治的工具——停课“闹革命”，

高校还停止招生 4年，小学教育也一度失序。尽管如

此，中小学教育在1969年后得到大普及。这三个阶段

的得与失，都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化轨迹。

从总体上看，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特别是建国后

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有不少复

杂的问题尤其需要深入探讨才能真正理清，由此更需

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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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riple Perspectives for Communism: An Analysis of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riple Perspectives for Communism: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The Communist Manifesto：：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cientifically
illuminates theories of communism. Understanding the point requires triple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realistic and religious ones. Communism is by all means a
scientific theory, a realistic campaign, and a sublime faith of communists. Only when Chinese communists stick to their communist faith in a new ear can they
closely team up and lead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gain the great victory of Chinese
socialism in a new age, and bring about the China Dream of rejuven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Wang Gong-long)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 Commemorating the: Commemorating the 1701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The Communist Manifesto：：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originated from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of 1843, in which Marx profoundly studied 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the issue
of right. The analysis of labor alienation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by Marx profoundly uncovered major causes of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of laborer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right, the ending line of“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f 1848 is a
powerful slogan by Marx against the idea of“survival of the fittest”upheld by natural right theory. Marx held that the power of individual proletariat was
weak. only when 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 could they defeat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by capitalists, break the capitalist law of the jungle, and become
their own masters. (Ouyang Ying)
The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rom Mao Ze-dongThe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rom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State governance froms thoughts on State governance from 19491949 toto19571957：：The early year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nessed the state governanc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with Mao Ze-dong as its core. They took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guidance for reality and generalized history from the reference of materialistic demands; they promoted practical development under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advanc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they cultivated a profound mass basis for the Party and upheld the Party’s
leadership as the core. The significant principles which laid weight on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party and the people guided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China, opened the historical journe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vided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ses for the Party’s state governance in a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thoroughly study the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rom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state governance for contemporary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system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line.(Ji Chun-fang and Li Zheng-hua)
Mao Ze-dongMao Ze-dong’’s Practice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Their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 Study ofs Practice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Their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 Study of Anthology of Mao ZedongAnthology of Mao Zedong’’ss
Rural InvestigationRural Investigation：：“Poverty alienation”has become a prior mission for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cross the nation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up a well-off societ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necessary to help people in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to eliminate“poverty
root”in a real sense. The CPC had practiced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and collected abundant valuable experience, which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guiding contemporary poverty alienation. To cut of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poverty calls for waging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spirit of“sharing”via social support, reversing“poverty culture”via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eaming up poverty-stricken
people, bringing their subjectivity and creativity into full play, and making them occupied and dedicated like those in Central Soviet Area. (Feng Yu-qiang)
Mao Ze-dongMao Ze-dong’’s Thoughts on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Thoughts on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s Republic of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Mao Ze-dong was the
general designer of the educational principles and pathway of the PRC. He has long been focusing on the work of education, and to a great extent guided and
carried out major educational policies.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education played a great role in guiding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ver
the first 30 years of the PRC. The early period betwe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and the year of 1958 witnessed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 second stage between 1968 and 1966 was touched with strong class implic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
s education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various progress of compulsory and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eenagers across the nation. At the stage of“Cultural
Revolution”between 1966 and 1976,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was considerably tumultuous, especially when universit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irectly became political weapon and dropped class to rebel. Universities suspended admission and recruitment for four years and primary education was once
out of order. Howeve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introduced since 1969. All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three stages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education. (Hu Wei-xiong)
A Vivid Embodiment of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An Analysis of Zhou En-laiA Vivid Embodiment of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An Analysis of Zhou En-lai’’s People-Centered Stance on Reservoir Construction Since thes People-Centered Stance on Reservoir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epublic of China：：Xi Jin-ping stressed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his report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hich not only exhibits the CPC’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mission of wholeheartedly serving the people’s happiness and the
nation’s rejuvenation in a new era, but further expresses the ultimate goal and standpoint of the CPC of all generations. Zhou En-lai’s people-centered stance
was considerably marked. His leading the reservoir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China vividly manifested the CPC’s“people-centered”principle and stance. (Fang
Shi-hong)
OnOn““Common ValuesCommon Values””: A Marxist Perspective: A Marxist Perspective：：Xi Jin-ping points out“peace, development, fairness, justice, democracy, and freedom are common values of
all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the Union Nation’s lofty goals.”Hence, the study of“common values”shall be initiated from Marxism as well as from the
phenomenological stance of“issues per se”, rather than confusing them with our or others’personal views on“common values”. Literally, it calls for clarifying
the standpoint of value in Marx’s texts, not equal to editing Marx’s original texts in accordance with personal valu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new normal of China’economy has redefined the issu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t is advisable for us to reverse our previous view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based on the shortage economy and to set up a new one in line with surplus economy. Undoubtedly,“universal value”already fails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while global issues could only be solved in the context of“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The zero-sum game by capitalism means nothing but
harming others and benefiting it self and surely coming to termination. However, the“positive-sum game”by socialism means cooperation and mutual winning,
which definitely leads us to the destination of“all individual’s free development”. (Ma Yong-jun)

（翻译：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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